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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高红贵 赵路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以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为研究视角,从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

护 4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2007—2016年长江经带 11省(市)面板数据,对长江经

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所得数据从空间尺度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0.4～0.37之间。其中,上海最优,四川最差,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从下游地

区到中游地区再到上游地区呈逐渐递减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指数显著为正并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

因此,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必须发挥下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下游地区和中、上游地区间的交

流合作,构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型模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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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生态资源最盛、发展潜力最强的经济地带,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

动带,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三大新引擎之

一,要继续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强调建设长江经济带要推动绿色产业合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和新形势下,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问题,而产业绿色发展是破解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长江经济带

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如何?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应从哪些方面加快其产业绿色发展进程?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构建

科学的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最终为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协调可持续性提

供重要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能的攻关期。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与发展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新的时代就是绿色发展时代[1]。绿色发展

这一概念起源于生态经济[2]和绿色经济[3]等相关论述,其本质是建立并形成经济、自然、社会协调一体的交互机制[4]。绿色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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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是新时期最科学合理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5],而产业绿色发展是从产业层面对绿色发展的

响应。归纳现有文献,不难发现,关于绿色发展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 

(1)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算评判。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联合国环境保护署等机构以系统理论和方

法为指导原则构建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于 2016 年制定了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 7个指标层共计 56个绿色发展指标,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核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

另外,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从经济增长绿色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建立绿色

发展监测与测算指标体系,能够较全面评价区域或地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其中,李琳等[6]以该指标体系为参照,构建了相同指标

层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蔡绍洪等[7]构建包含经济、资源、生态因素的 3 个层次指标,并运

用该指标对西部 12省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判,张欢等
[8]
以绿色美丽家园、绿色生产消费、绿色高端发展 3个层次构建了湖北省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 13个市州的绿色发展水平。 

(2)产业绿色发展指标构建及评判。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多倾向于国家、区域、行业等层面,内容聚焦于农业绿色发展方式构

建[9]、污染治理[10]、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11],以及现代服务业[12]、金融产业[13]、高耗能产业[14]、旅游产业[15]等都是具

有绿色创新前景的行业。 

(3)研究方法。学者们多使用熵权-TOPSIS、主成分分析法、DEA 等模型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例如,李琳等(2015)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评估和分析,得出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的结论;李华旭等[16]运用主

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并甄别出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何剑等
[17]
运用 SBM-Malmquist 模型测

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效率并研究区域产业协作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存在 3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学者们

对绿色发展指标的构建因所研究问题角度的不同多有侧重,而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带,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需要更加科学、适用、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方法。第二,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学者们多聚焦于特定产业,而对特定产业的

分析只能解决特定问题,不能说明产业整体发展状况。因此,需要构建融合多产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第三,尽管有学者运用熵

权-TOPSIS、主成分分析法、DEA 等模型评判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但其研究多停留在静态评估上,缺乏空间上对动态变化趋势的进

一步分析,而空间自相关测度能够分析空间单元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规律。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以下拓展: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较为客观和科学的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

发展指数,从而分析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探索空间差异与动态演化特征;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2.1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出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通过比较区域之间的差别与发展趋势,对区域间

是否具有关联性作出基本判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空间自相关进行进一步检验。 

2.1.1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因而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应

尽可能充分考虑各相关因素。因此,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标构建过程中,需要进行全方位综合考量。在测度方法选择上,

为了尽可能科学客观地反映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状况,本文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进行计算比较。动态因子分析法能够更好地

对面板数据进行评价,从时间维度、样本搜集和变量选择 3 个方面构建三位列矩对问题进行分析,近年来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应用

较为广泛。其优点在于,既能横向比较不同地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又能反映其纵向动态变化,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标准化处理

所搜集的指标数据 ;(2)计算长江经济带 11 省 (市 )各年份协方差矩阵 S(t),并对其平均协方差矩阵进行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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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 ST所对应的特征值、向量,以方差、累计方差贡献率为参照提取公因子,构建原始因子载荷矩阵;(4)

计算矩阵 ,得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静态分数。其中, 为单个样本, 

为总体平均向量,i=1,2,...I,t=1,2,...T;(5)计算平均得分 E,  ,ciht为第 t年各样本的动

态得分。 

2.1.2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用来检验相邻空间点之间的要素属性值是否存在相关性的指标,通常根据 Moran'sI 指数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说

明。在具体实证分析过程中,空间自相关测度可以细分以下两个部分[18]: 

(1)全局空间自相关。计算结果用来说明研究对象属性值在该区域内的空间特征,衡量要素属性在总体空间上的集聚状态,通

过 Moran'sI指数计算结果可以进行评判,具体公式为: 

 

其中,I 为全局 Moran 指数,n 为研究对象个数,xi和 xj为要素 i、j 地理单元的属性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 为均值。I 的取

值范围为[-1,1],当其值为负时表明研究区域在整体上存在正相关,当其值为正时表明研究区域在整体上存在负相关,当其值为

零时,不存在相关性。用统计量 Z(I)对 Moran'sI进行检验,具体公式为: 

 

(2)局域空间自相关。现实情况中常存在空间异质性及空间差异等现象,但全局空间自相关仅仅是在假定空间同质的情况下

所计算的结果。局部空间关联指数(LISA)可以用来考量低值和高值在空间上的集聚或离散效应,以此衡量区域内的空间关联程度,

弥补使用全局自相关分析检验时的不足,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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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 ,其中  。在 Moran局部空间自相关散点图中,区域单元被

划分为 4 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为高高(H-H)集聚区,第二象限为低高(L-H)集聚区,第三象限为低低(L-L)集聚区,第四象限为高

低(H-L)集聚区。 

2.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绿色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达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融洽。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需要通过产业绿

色体系的完善和建设,实现经济绿色转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主产区,第一产业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

障,需朝着绿色化、生态化、循环化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第二产业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关

键,需朝着提高资源效率和降低污染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攀升,第三产业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趋势和走向,需朝着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可见,三大产业发展都需要朝着绿色发展方向迈进。与此同时,产业绿色发展

不能仅仅只看某一产业发展,而是需要用全局视角进行规划,以环境可承载能力为出发点,以资源高效率、可持续利用为支撑,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使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走向绿色增长之路。在现有认知条件下,本文构

建的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依托绿色发展核心思想,参照国家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具体要求,将长江经济带产业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确定为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 4个方面。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推动产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

型升级,这是指标选取的具体目标;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培育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产业承载能力,集聚高科技产业,实现产业服务化、高端化、智能化、低碳化、安全化发展,这也

是产业绿色发展趋势;在资源利用方面,从环境容量、生态重要性、水土地资源利用等方面选取指标,从多个角度衡量资源开发利

用程度;在环境保护方面,从污染物排放和治理程度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做到从源头上防范,在过程中监督,这也是在产业绿色发

展过程中维护公众利益的必然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并综合考虑构建指标体系所要遵守的原则,参考朱春红等[19]、李琳等[20]、何剑等[21]的指标构建思路及成果,并

结合《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等具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设置了 1 个目标层——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4 个评价层——产业转型升级、自主

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整个指标体系由 1个目标层,4个评价层、18个评价因子构成。 

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为了达到同类研究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搜集了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相

关数据,其中个别缺失数据通过趋势法、平滑法进行处理。 

3 计算结果与相关分析 

3.1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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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标准化后的数据导入 Stata14.0 统计软件,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和综合

得分指数(见表 1)。 

从省级层面看,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的省(市)分别为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云南,呈下降趋势的省(市)分别为江苏、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分别为湖北和湖南。由此可见,长

江经济带 11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呈现一定的波动性。此外,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平均得分前 3位

的省(市)分别是上海、浙江、江苏,这 3个省(市)全部来自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而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平均得分后 3

位的省(市)分别是四川、湖南、云南,上述省(市)主要集中于中上游地区。由此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相对较高和

较低的地区分别集中于长江经济带下游与长江经济带上游。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一直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进带头区,集聚了充足的科技、人才资源,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湖北武汉,依

靠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一城独大”,因而湖北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也不足为奇。四川、湖南、云南等省(市)由于

起步较晚,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落后,资源要素匹配不够完善,绿色机制健全程度低于其它地区,产业发展以能源驱动为主,发展后

劲和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区域层面看,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状况为下游地区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优于上游地

区。依据现实情景,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一直是中国最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水平较高,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一直

落后于中、下游地区,其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下游地区“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

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其在资源、地理位置上的区位优势和教育、科技、政策优势,产业绿色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上游

地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未得到有效改善。由此可见,所测算的结果同现实中多数学者得出的“下游地区最优、中游地区次

之、西部地区较差”的研究结论较为吻合[22,23]。近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布局重点,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主力军,经济增长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促使消费更加偏好于服务型产业,同时对高质量资源和环境需求不断攀升。另外,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

较为合理地解释了现阶段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趋势。 

表 1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2007—2016年) 

区域 
年份 

-综合得分 排名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上海 0.28 0.29 0.27 0.25 0.23 0.17 0.28 0.31 0.32 0.36 0.2756 1 

江苏 0.37 0.26 0.34 0.35 0.29 0.27 0.12 0.23 0.25 0.21 0.2698 3 

浙江 0.26 0.16 0.25 0.24 0.34 0.28 0.30 0.33 0.22 0.37 0.2764 2 

下游平均 0.31 0.24 0.29 0.28 0.29 0.24 0.23 0.29 0.26 0.31 0.2739  

安徽 -0.14 -0.12 -0.14 -0.20 -0.17 -0.21 -0.15 -0.05 -0.04 —0.06 -0.1292 4 

江西 -0.18 -0.11 —0.16 -0.14 -0.22 -0.22 -0.27 -0.02 -0.13 —0.07 -0.1512 6 

湖北 -0.21 -0.21 -0.26 -0.25 -0.14 -0.16 -0.11 -0.07 -0.05 -0.02 -0.1495 5 

湖南 -0.12 -0.26 一 0.18 —0.25 -0.20 一 0.30 -0.32 _0.35 一 0.35 —0.31 -0.264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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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平均 —0.16 -0.18 -0.18 -0.21 -0.19 -0.22 -0.21 -0.12 -0.14 -0.12 -0.1735  

重庆 -0.12 -0.16 -0.14 _0.15 -0.29 -0.23 -0.12 -0.19 -0.17 -0.21 -0.1789 7 

四川 -0.24 -0.28 —0.21 -0.29 -0.28 -0.24 —0.31 -0.33 一 0.33 —0.31 -0.2833 11 

贵州 -0.14 -0.12 -0.19 _0.25 —0.40 -0.28 -0.27 -0.20 -0.23 -0.22 -0.2299 8 

云南 一 0.28 -0.22 -0.20 -0.23 -0.36 -0.29 —0.34 —0.21 -0.22 -0.14 -0.2500 9 

上游平均 -0.20 -0.20 -0.19 —0.23 -0.33 -0.26 -0.26 -0.23 -0.24 -0.22 -0.2355  

 

结合省级和区域层面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从上游地区到中游地区再到下游地区逐渐上升,并且在各

区域之间呈边缘化,区域内部呈趋同现象。其中,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发展水平上升趋势较为显著,产业绿色发展潜力巨大,上游

地区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其产业绿色发展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根据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

业绿色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因此,正确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和空间差异性,研究

各区位单元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对促进长江经济

带产业绿色发展具有现实价值。 

3.2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前文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初步得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

集聚特征。为了更清晰地分析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绿色发展动态集聚态势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下文通过 Moran's

测算结果作进一步说明。 

3.2.1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 

根据Stata14.0软件计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选择距离倒数确定空间权重,并对2007-2016年的Moran's

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计算结果(见表 2),2007-2016 年的 Moran's 指数值分布在 0.1804～0.2530,并且所有 Moran's 指数值

均为正,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情况下,除个别年份(2007 年、2009 年)外,其余值均通过 P 值检验,并且 Z 值得分在 3.8899～

4.8982 之间,空间相关性较为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全局空间集聚效应。另外,从时间维度可以发现,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集聚程度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变化波动,由此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相近的

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出变动状态的集聚现象。 

表 2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Moran'sI检验 

项目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sI 0.1804 0.2179 0.1988 0.1924 0.2351 0.1931 0.1945 0.2530 0.2515 0.2392 

Zscore 3.8899 4.4105 4.1451 4.0563 4.6494 4.0670 4.0853 4.8982 4.8766 4.7061 

P值 0.0760 0.0030 0.0070 0.0230 0.0010 0.0220 0.0400 0.0010 0.0010 0.0010 

 

3.2.2局域空间自相关聚类 

图 1为 2007年、2009年、2014年和 2016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状态的局域 Moran's散点图。根据实证结果可以

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模式作进一步分析。由图 1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 Moran's 点分布于空

间直角坐标系中的 4个象限。其中,以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居多,第一象限的高高(H-H)集聚区代表研究区域与相邻区域的产业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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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水平较其它区域高,空间关联呈现出扩散效应;第二象限的低高(L-H)集聚区代表研究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低于相邻

区域,空间关联呈现过渡区域的特点;第三象限的低低(L-L)集聚区代表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较其它区域低,空

间关联呈增长缓慢的特点;第四象限的高低(H-L)集聚区代表研究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高于相邻区域,空间关联呈现极化效

应。 

为了更形象地展示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发展时空变迁,对 2007年、2009年、2014年和 2016年的结果进行绿色发展指

数四分位图的空间化分析,如图 2 所示。颜色深浅代表各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颜色越深,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考察期内,江苏、四川和湖南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其中,江苏的产业绿色发展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湖南的产业绿色

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贵州、湖北、浙江、上海 4个省(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云南、重庆、安徽和江西 4个省

份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有下降趋势。 

同时,由 Moran's 散点图(见图 1)和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局部空间聚类表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多分布于第一象限

(H-H)和第三象限(L-L),充分体现了各区域之间在地理位置上呈现正向空间关联的特点,表明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

的区域在空间上分布较为集中,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在空间上的分布亦然。由此可见,高高(H-H)集聚区组和低

低(L-L)集聚区组在空间上呈现出趋同现象。 

 

图 1长江经济带主要年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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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地区分布 

(1)高高(H-H)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为上海、浙江、江苏 3个省(市)。下游地区是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在经济、

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处于优势,高层级的产业结构、先进的科学技术、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高教育水平人口等资源优势,促使

其产业绿色发展顺利,不仅能够发展好本地区经济,而且能够辐射周边地区,使其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最终达到缩小地区差距

的目的。但不应该忽视的是,下游地区高速发展通过污染产业梯度转移,给中上游地区带来了环境外部效应。 

(2)低高(L-H)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安徽和江西两个省份,这两个省份同属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长江经济带

下游地区省(市)邻近,整体发展水平低于下游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邻近较发达地区的

资源环境代价,如果能够利用下游地区辐射和扩散效应,那么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问题就能够得到合理解决。 

(3)低低(L-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重庆 6 个省(市)。相对来说,上述省(市)所在地理位置

具有先天劣势,在资源获取、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科技水平较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阻碍了产业绿色发展。此外,部

分省(市)经济虽然在短期内提速较快,但其较为落后的发展模式破坏了地区资源环境,使产业不能朝着绿色方向发展。由于长江

经济带中游地区未出现高水平的产业绿色发展省(市),故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未得到充分展现,如果下游地区辐射和扩散效应得

到展现,那么低低(L-L)集聚区省份数量就会减少。 

(4)高低(H-L)集聚区。2015 年后,只有湖北省从低低(L-L)集聚区跃迁至该集聚区,说明产业绿色发展成果显著。近年来,湖

北省在高新技术产业建设方面投入较大精力,加上其本身所具备的中心位置优势和较好的产业基础体系,从而促使其产业朝着绿

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4 结语 

本文从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 4 个方面构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运用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测度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分布及演化规律,

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整体水平呈现由上游地区到中游地区再到下游地区逐渐上升的

梯度分布格局,并且在各区域之间呈现边缘化,区域内部呈现趋同现象;(2)通过 Moran's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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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显著的空间依赖现象,相近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出变动状态的集聚现象,集聚程度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变化波动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在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下游地区产业基础雄厚、生产技术成熟、高端人

口集聚效果显著,在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制造业同质化是长江经济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差异化发展迫

在眉睫,鼓励中下游地区优先发展智能制造业,探索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区,带动中上游地区智能制造业发展,打造世界级水平的高

端制造业集群,支持“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战略合作模式。同时,下游地区应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加快节能服务业与其

它产业相互融合,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构造高端化服务业发展平台,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带动中上游地区现代服务业绿色发展。 

(2)构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移模式。采取绿色承接产业模式是促进中上游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

协调的重要途经。在具体实现过程中,中游地区可依托粮食生产基地,发展绿色农副产品、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游地区在

承接下游地区能源原材料工业转移的基础上,集约发展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加工工业。此外,建立健全产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

控制损害生态环境的“三高”行业进入,以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为参考,引进不损害生态环境的高端产业,发挥长江经济带 11 省

(市)的协调带动作用,促进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充分衡量地区产业的承接能力,为环保型产业提供政策保障

和资金支持,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市),可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推动其产业绿色发展,建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使污染的外部效应得到补偿,从而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3)加强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相互协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以科技带动绿色发展,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提升产业绿色发展

效率。因此,必须确保区域间产业集聚有序发展,提高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质量。结合现实情况,由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适合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应充分发挥其高水平创新能力和科技优势,以现代服务业为产业绿色发

展主要目标,促进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特别是上游地区,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充足但发展水平

相对落后,适合发展现代化高效农业、绿色生态旅游等产业。其中,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可通过打造农产品、畜禽水产养殖等精

深加工产业链,促进区域间协作共赢。在绿色生态旅游方面,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跨省域优化合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形成优势互

补的绿色生态旅游格局。采取多种方法方式共同发展地区经济,从而更好地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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